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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教曾对于中国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而《维摩诘经》作为魏晋时代翻译佛经的典范之作,其文学影响

力更是不可忽视。尤其是六朝志怪作品,深受《维摩诘经》中佛教教义、文学手法之影响;而其作者亦深受经文中

佛家处世态度之感染,使得六朝志怪蕴涵浓厚的佛教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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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摩诘经》看佛教对六朝志怪文学之影响

李 璐

(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宗教对社会及民

众生活产生诸多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学影响。若从

文化层面来看,宗教既有其独特之处,又因其包容性和自身

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与世俗文化融为一体,并无截然可分的

界限。两千年来,佛教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碰撞、吸

收的过程中逐渐得到传扬发展,并对中国哲学、伦理、文学、

艺术、乃至政治思想及人生智慧产生深刻影响。本文拟从佛

经中的一部代表作———《维摩诘经》对六朝志怪的影响为

例,来略窥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维摩诘经》又名《不可思议解脱经》,可谓佛教中影响

最大,最受欢迎之作品,而前秦名僧鸠摩罗什所译之中文

《维摩诘经》,更是在中国、东亚之地广为流传、历久不衰。究

其因,不外乎二:一则其所倡导之世俗化处世佛教适应当时

社会需求;二则其文学价值颇高而影响深远。故其广受士人

文人推崇,而得以世代相传。从文学角度来看:此文脉络清

晰,情节紧凑,文笔流畅,引人入胜,可谓是佛经文学的压卷

之作,无论从作品本身还是其所蕴涵的思想都对当时及后

来之文学产生了莫大影响,然最能体现这种影响的文学形

式,莫过于六朝时期的志怪作品。采用前人之说,唐前志怪

可分为三期:一曰原始神话传说之绪余,二曰汉兴方士之神

仙故事及后道教所造之神鬼之谈,三曰魏晋阐扬释教轮回

果报证验之异闻。但实际上六朝志怪按照其与佛教关系之

深浅还可细分为三类:一类是如张华的《博物志》,郭璞的

《玄中记》这类的地理博物体志怪,所记大都缺乏具体情节

和细节描写,少文学因素,其作者又多为博物家兼方术之

士,故此类作品少受佛教影响。二类为杂史杂传志怪,如《神

仙传》、《神异记》等,其作者多为道士,这类书均是道教辅教

之书,在佛道斗争激烈的六朝时代,他们排佛、拒佛唯恐不

及,当然也不会受佛教多少影响了。第三类,如:《搜神记》

《幽冥录》、《列异传》、《灵鬼志》等大多数志怪作品,都不同

程度的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反作用于佛教典籍和佛教的传

播,这一类志怪小说在六朝志怪中比例最大,也是本文论述

的重点。汤用彤先生曾论及佛教影响:“溯自两晋佛教隆盛

以后,士大夫于佛教之关系约有三事:一为玄理之契合,一

为文字之因缘,一为生死之恐惧。”[1]此处所言三事全面涉及

到文人思想、创作及生活三个方面,套用此模式,则《维摩诘

经》对六朝志怪之文学影响亦可从三方面加以详述。

一、《维摩诘经》中的佛教教义对六朝志怪之影响

佛教对文人思想之影响,主要通过在其宗教教义来实

现。而《维摩诘经》中所体现之佛教教义,主要表现于其在时

空观和因缘果报观念上。

从印、中两国之历史记载相较中便可窥出,中国之时

间观念多为社会现实之编年历史,而对于超现实之时间却

极少问津;中国亦有空间观念,却由于“不语怪、力、乱、神”

之儒家教化而限于天地之间。然天竺佛教文化则恰恰相反,

其无有详尽之编年历史,却对超现实之时空有极大兴趣,而

创造了一系列时空理论。佛教中“世界”一词在梵语中本就

包涵着时间和空间双重意义。《楞严经》中有云:“何名为众

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

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世为世。”即是

说,“世”为时间概念,“界”为空间概念,二者合一,便是时空

范畴。在汉文化中,“世”也指时间,但其长度多指不超过人

的一生,即所谓的“一生一世”,而佛教中的“世”,则是一个

包含过去、现世、未来轮转不尽、永恒常住的时间。汉语中的

“界”虽也指方位空间,但主要是指平面上的,如“地界”、“封

疆之界”,而佛教的“界”,则是一个囊括十方的无边无际、绵

邈高广的空间,不仅指平面,还包括立体的方位。而佛教的

世界观不仅包括“小世界”,还有由一千个“小世界”组成的

“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的“中千世界”,乃至一

千个“中千世界”组成的“大千世界”,此三者又合成“三千大

千世界”。对比之下便可看出,汉文化中的“世界”是有限的,

而佛教文化中的“世界”却是无限的。这种时空观念的传入,

大大启发了中国人的思维,同时也激发了其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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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维摩诘经》中有多处涉及对佛家时空观之论述,如:

佛在向长者之子说佛法前展现自己的神威时,将长者之子

献上的七宝盖“合成一盖,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广

长之相,悉于中现;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诸须弥山、雪山、目

真邻陀山、摩诃目真邻陀山、香山、黑山、铁围山、大铁围山、

大海江河、川流泉源,及日月星辰、天宫龙宫、诸尊神宫,悉

现于宝盖中。又十方诸佛,诸佛说法,亦现于宝盖中。”[2]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例子基本上是相同的

模式,即通过神通移物体现佛教一念三千的思维观。反映在

六朝的志怪故事中,主要演化为两种形式:一是对景物直接

的描述中有佛教空间观的影响,二是这种神通移物而不受

空间限制的模式的套用。

直接的景物描写中渗透这种佛教空间观的例子,前秦

文人王嘉在《拾遗记》卷十中“昆仑山”条:昆仑山有昆陵之

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层,每层相去万里。有云五色,

从下望之,如城阙之象。⋯⋯昆仑山者,西方曰须弥山,对七

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层,第六层有五色玉树,荫庇五

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烛。⋯⋯第九层山形渐小狭,下有芝

曰蕙,皆数百顷,群仙种焉。旁有瑶台十二,各广千步,皆五

色玉为台基。最下层有流精霄阙,直上四十丈⋯⋯[3]

而体现神通移物这种主题的志怪小说更是不可胜数,

最典型的当数“壶公”和“道人幻术”篇:“壶公”的故事见于

《汉书·费长房传》中,相传费长房“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

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见之,唯长房

于楼上睹之。”[4]于是向老翁请教,老翁带其入壶,便见壶中

自有天地。这颇似维摩诘移众物于卧室,只是故事的主人公

已经转变为中国的卖药老翁,所用之器也变成了典型中国

化的药壶。

而《灵鬼志》“道人幻术”条中的道人(六朝志怪中的“道

人”一般特指僧人) ,进入一个比自己小很多的笼子,后来又

从此道人口中出妇,妇口中出外夫,三人并饮食器具,“宽急

之事,亦不复异。”[5]这与维摩诘移妙喜国至此土情形是何等

的相似。这个故事曾被多部志怪所引,又称“阳羡道人”,“外

国道人”等,至梁吴均撰的《续齐谐记》,书中主人公就已经

变化为中国书生了。

因缘果报观念,历来是中国佛教教义的核心。佛徒宣

称,“业有三报”,不论是现报、生报、还是后报,报应是毫发

不爽的。人们要想求得善报,就必须持五戒,即不杀生、不偷

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守十善,即不犯杀、盗、淫、妒

忌、忿恨、愚痴、说谎、巧辩、挑拨、恶骂。持五戒或守十善笃

实者,即得善报;否则,即得恶报。因为这种观念的宣传具有

很大的现实意义,依靠它可以实现教化民风、稳定世局的作

用,所以一向被作为佛教宣传的重点。《维摩诘经》中“香积

佛品”就集中体现了这种果报观念(此处不赘引)。

在六朝的志怪中,有大量是明因果、示报应的。《宣验

记》载:河内人王导,兄弟三人,并得时疾。其宅有鹊巢,旦夕

翔呜,忽甚喧噪。俱恶之。念云:“差,当治此鸟。”既差,果张

取鹊,断舌而杀之。兄弟悉得暗疾。[6]这显然是杀生受报的故

事,是与佛家“五戒”的第一条“不杀生”、“十善”之首项“不

犯杀”相违背的,因而恶报不虚,报应昭昭。同书中又有“沛

国周氏”[7] 因少时害死三雏鹊而至三子皆不能言的故事,以

及“吴唐”[8]射杀鹿母子,后遭误杀亲子之报的故事,俱是明

杀生报的典型。

正如维摩诘所说佛用刚强之语调伏众生一样,六朝志

怪中也有大量反映恶报、地狱等场面的作品。恶行,必然会

有恶报,为畜生、为饿鬼、入地狱。不过六朝志怪中更多的是

对地狱的描写。在中国古代宗教中,已有冥府泰山和泰山府

君之信仰。佛教则有地狱之说,统治者是阎罗王。随着佛教

的被接受和发展,地狱便与冥府泰山糅合起来。在《幽明录》

里,地狱都在泰山,其统治者亦称府君,这显系二教合流的

结果。如《幽明录》“赵泰”[9]条,叙赵泰忽心疼而死,十日复

苏,备说地狱可怕之状,此故事又见王琰《冥祥记》,而叙之

尤详。另外,《幽明录》之“舒礼”[10]条,“康阿得”[11]条,“石长和”
[12]条等,亦并叙地狱之阴森恐怖:铁床、刀山、剑树、赤铜柱、

热熬、棘刺等等,用世间凡俗所不能承受之苦,以警醒世人:

只有皈依佛门,才能得到永久的解脱。

二、《维摩诘经》的写作艺术对六朝志怪之影响

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可以说是佛教对中国文化最为明

显的影响之一,尤其是像《维摩诘经》这样优秀的佛教文学

作品,正如胡适先生曾在《白话文学史》中提到的:鸠摩罗什

译出的经,最重要的是《大品般若》,而最流行又最有文学影

响的却要算《金刚》、《法华》、《维摩诘》三部。其中《维摩诘

经》本是一部小说,富于文学趣味⋯⋯这一部半小说、半戏

剧的作品,译出之后,在文学界与美术界的影响最大。中国

的文人诗人往往引用此书中的典故,寺庙的壁画往往用此

书中的故事作题目。后来此书竟被人演为唱文,成为最大的

故事诗。[13]由此可见,这部经典译作,除却其对文人思想、观

念、感情、生活方式等等方面发挥影响外,已经直接影响到

了写作的艺术表现技巧。对于六朝志怪来说,这种影响主要

体现在夸张的想象、立体的叙述方式、叙事的情节化和描写

的细致性四个方面。

首先,夸张的想象。六朝志怪是以奇特、夸张之想象为

特征的。中土文学之传统,重“实录”,重“褒贬”,《庄子》中驰

骋奔腾的想象虽在魏晋之前的中土作品中,已是最为洋洋

洒洒,恣意纵横的了,但比之佛学“高维空间”的想象还是略

逊一筹,至汉代大兴儒家经学之后,文学作品的想象力更是

被大大的压抑了,而佛教的传入,不仅带来了它那宗教的人

生观和道德观,同时也带来了它那丰富、开放、立体的时空

观和奇特的想象。

绮丽的想象在《维摩诘经》中尤为突出:须弥国之庄严,

香积国之芬芳,妙喜国之清净,诸佛菩萨的法相,魔王、天女

等奇特人物、奇异举动,与现实均是相去甚远,但作者却通

过丰富的想象力将此种种跃然于纸上。受这种想象的启发,

在六朝志怪中也处处体现着中国人丰富的想象智慧。

其次,立体的叙述方式。正如典型的佛教文学一样,《维

摩诘经》采用的也是多人称立体的叙述方式。首先是阿难出

场,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述说到“如是我闻”,表示是“我”亲耳

听到的, 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感染力。接着介绍时间、地

点、人物、事件,在此过程中又转变为出场人物之间用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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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进行的对话, 而主叙述人则转为第三人称全知式的叙述,

到全书的最后时,又以佛对阿难所说的内容作为结尾,即世

尊嘱托将维摩诘居士的这些事迹和当天所发生的事情编纂

成这部《不可思议解脱经》,照应开头处阿难的“如是我闻”,

这样多层次的第一人称的讲述故事的方法是一种精巧的,比

其它方式更有影响力的叙述方法,它可以使听众和读者与叙

述人保持一致。这种叙述方法,对六朝志怪小说之叙述,似也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干宝撰《搜神记》,即云是感其父妾及

其兄弟死而复生事,“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

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 ”[14]其开场白

颇似阿难之“如是我闻”,下来之叙述,则转为第三人称。这就

构成了叙述人话语的“多声部”的立体效果。

再次,叙事的情节化。情节一般是叙事文学中不可缺少

的重要因素,是叙事文学的主要审美特征。作为叙事文学中

的主要样式的小说,则更要求具有完整、生动、丰富、曲折变

化的情节。在佛教文化输入中土以前,中国文学主要是抒情

文学,尤以抒情诗为主,叙事性的成分较少。而佛教因为传播

的需要,其叙事文学却十分发达。不仅是史诗和佛本生的故

事, 就连一般的佛教经纶通常都采用戏剧化的叙事手法,将

教义经论溶于故事之中,使民众便于接受。《维摩诘经》就是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从艺术形式方面看,该经具有突出的戏

剧性特点。整部作品可以看作一部多幕多场的大型戏剧。基

本上具有了完整的戏剧结构,不仅剧情连贯首尾呼应,而且

有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和尾声等完整的情节要素。这

样的文学式样对于中国的文学是有很大影响的。

反映在六朝志怪小说中,就是六朝志怪的情节比以往的

志怪故事要曲折、复杂、完整的多。例如前面所提到的《灵鬼

志》中“道人幻术”条就十分有特色:讲述一个会幻术的道人欲

借一挑担任人担上的小笼为休憩之地,其入笼后,笼不变大,

人亦不变小,挑担人也不觉变重,过了一会儿,道人又在笼内

变出各式器皿,佳肴满桌,并从口中吐出其妇共享,而其妇又

趁道人睡着之时,从自己口中吐出所私纳之外夫共食佳肴,一

时见道人欲醒,忙将外夫纳入口中,道人醒来又将妇人及一干

器物饮食全部纳入口中,从笼中而出,等等。

最后,描写的细致化。佛教文学带来的另一大影响是

对描写手法的冲击。从《维摩诘经》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对通

过旁人对维摩诘侧面的烘托,还是正面的描写,其形象都是

具体而细致的,达到这种目的主要是两个手段,一是细节描

绘,二是语言描写。通过这两种方式,将维摩诘的形象跃然

纸上,故事也更生动感人。这种手法被借鉴到六朝志怪小说

中,使其逐渐摆脱了寥寥数语,概括故事大略的传统模式。

如“宋定伯捉鬼”的故事,宋定伯假冒新鬼,从相遇,到互相

背负,再到渡水,几次三番的骗鬼,令读者不时担心宋定伯

身份会被识破,但最终宋定伯不但博得了鬼的信任,还从鬼

口中套出了治鬼之法,把化为羊的鬼给卖掉。这个故事不仅

在情节设计上严密紧张,而且还通过细致的语言对话描写

塑造了机灵多谋、智勇双全的宋定伯和憨直无谋、粗疏懵懂

的鬼的两个典型形象,在描写手法上逐渐摆脱了“粗陈故事

梗概”的传统套路的限制。

三、《维摩诘经》中佛教处世态度对六朝志怪影响

这一点与其说是《维摩诘经》中佛教处世态度对六朝

志怪的影响,还不如说是对六朝文人们的影响更为恰当一

些。佛教所宣扬的处世态度大大改变了六朝文人们的生活

与生存方式,也渗透到他们的作品之中。

文人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人即知识分子主体,他

们集为师(教化者) ,为吏(管理者)和为文(作为艺术家)三

者于一身。传统士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又兼容诸子百家。

佛教传入以后,士人又是佛教义理哲学的主要接受者。一部

分崇信佛法的士人穿上袈裟成为文僧;一部分固守传统的

士人极力反佛,而更多的文人士大夫介于中间,他们对佛理

感兴趣而又不出家为僧。这一部分人特别钟爱《维摩诘经》,

因为他们在维摩诘这位佛教居士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也看到了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六朝时的动荡使得士大夫阶层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

以往文人所不曾有过的矛盾,而维摩诘居士的形象本身就

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其人格中包含了许多二元,故而他们

更能从维摩诘居士身上找到共鸣。

这种共鸣主要表现在六朝文人在维摩诘居士身上看

到了世俗与脱俗的对立统一。维摩诘是毗耶离城的一位长

者(即富商) ,他过着非常世俗的享乐生活,却又表现出处污

泥而不染的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他混迹于俗世人群是为

了引导人们离欲,他的非常世俗的生活只是引导救度众生

的方便法门。这种世俗享乐生活与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的

结合,使人性和人格中的灵与肉这组具有永恒性的二元对

立在他身上获得了统一,使维摩诘成为宗教的世俗化与世

俗的宗教化相结合的典型形象。

六朝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往往也采取同样的形式,唯一

不同的是,维摩诘居士是出于宗教的自觉,而他们却是迫于

现实的无奈。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最快、灾异战

乱频仍、最为痛苦与黑暗的时代,但也是思想极为自由、解

放、多元的时代。生存的困难与思想的自由激发了人们对个

体生命的关注,而人们对超越生死、爱情、健康、安全这些个

体最基本的需求尤为关切。但是这些萌动着的欲望在当时

黑暗的社会现实中又是受到压抑而无法满足的,所以需要

寻求一种满足的途径,让这种潜意识心理得到发泄,而志怪

小说虚幻的神道世界无疑是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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